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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与量化：量化方法
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讨论之一

李伯重

　　摘　要：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史学 研 究 的 首 要 步 骤 是 对 史 料 进 行 鉴 别 和 处 理。而 在 此 方 面，量 化

方法是很有用的。历史学者们一向相信“原始资料”（或者“第一手资料”）是真实可靠的，但其实并不尽然。

本文通过一些个案分析指出：即使是一些被认为无可置疑的“原始资料”，其实也是不可靠的。而在对这些

资料进行鉴别和处理方面，量化方法不仅 有 用，而 且 发 挥 的 作 用 是 其 他 方 法 所 无 法 替 代 的。当 然，正 如 任

何方法一样，量化方法在史料的鉴别和处理方面也有其局限性。因此我们在采用量化方法时，要充分注意

其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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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在史学研究中使用量化方法，早已有之，不是新鲜事。但是自从以量化为主要方法的史学研究

（即 “量化史学”或者“计量史学”）出现后，学界对量化方法的争议就从未停止。在此过程中，量化史

学的命运也起伏不定，直至今日，学界对此的看法仍然呈现出两极化。许多拥护者认为量化方法是史

学研究“科学化”的不二法门，而反对者则将量化方法视为史学研究中的旁门左道，甚至不屑一顾。
这种两极化的看法，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在量化史学使用最为成功的领域———经济史研究中，这

种分歧甚至导致了学科的分裂，以致古德里奇（Ｃａｒｔｅｒ　Ｇｏｏｄｒｉｃｈ）说：量化经济史导致了“新经济史”的

出现，“新经济史的出现是经济史研究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定量研究方法的采用使得传统的经济史研

究正在面临一场严重的挑战，这是一次新的‘知识革命’，就好像工业革命时期机器织布对手工织布是

一次革命一样”。他进而指出：“新经济史学家并没有研究经济史本身，他们只是把历史当作‘背景’，
而关心的仅是经济增长。而对于传统的经济史学家来说，经济增长并不是他们所要关心的唯一问题，
而且他们也不仅仅研究经济史上的数量问题，还要研究经济史上的‘质’的问题，即不仅仅研究量变，
还要研究质变。”由于二者在研究的目的和取向方面的严重分歧，“经济史研究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一

个是以文字形式表现，一个是以数据形式表现，前者可以称之为‘经济史’，后者已经不能称之为‘经济

史’了，需要另外起一个名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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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隋福民：《创新与融合———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及对中国的影响（１９５７—２００４）》，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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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管使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历史，所研究的对象都是同一个，即过去确实发生过的事情。就

经济史而言，吴承明说经济史是“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经认识清楚

就不要去研究了）”。① 希克斯（Ｊｏｈｎ　Ｈｉｃｋｓ）则说经济史“可以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即一个具有可

以认识其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② 由这两个定义出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经济史研

究的对象是一个可以认识的客观存在（尽管已经过去了），所以经济史研究也是科学。既然是科学，当
然也就要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第二，经济史是过去的经济实践，而经济实践包括多方面的内容，而

不同的内容需要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不仅如此，熊彼特（Ｊｏｓｅｐｈ　Ａｌｏｉｓ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更说经济史“只

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部分分离出来”。③ 通史的大多数部分是不能用量化

方法研究的。因此，当我们研究过去发生的事情时，需要量化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夸大量化史

学的适用范围是不正确的。但是，也有一些方面确实可以并且需要（甚至必须）量化研究，如果不使用

量化研究的方法，就无法真正了解这些方面的实际情况。因此，离开了具体的研究对象去抽象地谈论

量化方法是否适用于史学研究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同时，离开了各自的适用范围去争论量化方法

对史学研究到底有用还是无用的问题，也是永远不会达成共识的。
在我国，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所受的训练是史学研究训练，许多人对量化方法颇感陌生。在这种背

景下，一些经济学出身的学者对量化方法的运用不当和过分夸大量化方法的适用性，使得不少历史学

家对量化方法产生误解甚至偏见，是很自然的。因此，对量化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使用问题做一个讨

论，对于许多史学家（无论是历史学还是经济学出身的史学家）是很必要的。在本文中，我将通过一些

实例，说明量化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二、史　学

刘志琴在谈及今天中国的史学时，痛心疾首地说：“史书的信誉在下降，而戏说历史的各类书籍、
讲坛却受到读者的欢迎，愈来愈兴旺。值得玩味的是作者和内容的变化，在市场上走俏的如《明朝那

些事》《历史是什么玩意儿》《一个都不正经》等等几乎都是非历史专业者所撰写。史学的作者从史官、
学者，到非专业作家，是述史主体的大变化……娱乐渗入这门学科，真可算是娱乐至死了，可死的不是

娱乐，而是史学的严肃性和真实性。”④刘氏所说是不争的事实。的确，今天许多（如果不说是大多数

的话）国人的“历史知识”并非来自史学著作，而是来自“戏说”读物。换言之，在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心

目中，史学著作与历史故事差别不大，甚至就是一回事。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历史等同于故事吗？

这个问题并非新问题。首先，在英文中，ｈｉｓｔｏｒｙ也被说成是ｈｉｓ　ｓｔｏｒｙ，即人的故事。⑤ 在许多民

族中，历史和故事之间并无明确界限，特别是在早期社会中更是如此。其次，无论是在哪个民族或者

哪个时代，大众对历史的兴趣通常是通过故事来激发的。第三，大多数关于历史的著作都主要是对过

去所发生的事情进行描述，而描述也正是讲故事的主要方式。因此，说历史与故事之间具有一种特殊

的关系，应当是没有疑义的。正是这种特殊的关系，使得一些人将历史与故事等同了起来，也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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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４期。
Ｊｏｈｎ　Ｈｉｃｋｓ，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ｘｆｏｒｄ：Ｇ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７．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 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第６５页。
刘志琴：《当代史学功能和热点的转向》，《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这是 男 性 主 导 的 产 物，因 此 提 出 要 创 立 一 个ｈｅｒｓｔｏｒｙ（ｈｔｔｐ：／／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Ｈｅｒ－
ｓｔｏｒｙ）。但是更多的人则认为不一定做 这 样 狭 隘 的 理 解，亦 即ｈｉｓ可 以 泛 指 人 类。参 见ｈｔｔｐｓ：／／ｉｎ．ａｎｓｗｅｒｓ．ｙａ－
ｈｏｏ．ｃｏｍ／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ｑｉｄ＝２００８０１１４０７４９３７ＡＡａＳＬＪＳ。



历史的史学和创作故事的文学①等同了起来，以致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抨击史学的著名论断：“小说家

编造谎言以便陈述事实，史学家制造事实以便说谎。”这种说法乍听起来似乎荒谬，但是仔细想想，也

未尝没有一点道理。事实上，一些学者早就己提出类似的问题。早在一个世纪之前，胡适在介绍詹姆

士的实在论哲学思想的长文《实验主义》中写道：“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

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好比

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②到了晚近，阿普乐拜（Ｊｏｙｃｅ　Ａｐｐｌｅｂｙ）等学者在其史

学理论著作《历史的真相》中尖锐地指出，历史知识只是为某些利益而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历史是可

确立并加强群体认同的一连串神话。③ 因此，厘清历史和故事、史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对于史学来

说是关系到学科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
如前所述，历史和故事都是谈论过去发生的事情，然而二者之间毕竟还是有差别的，而且这种差

别非常之大，使得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与从事历史故事创作的作家，相互绝不认同，彼此都认为对方

所从事的完全是不同的工作。有人试图抹杀这种界限，结果遭到学界的严词抨击。一个有名的例子

是，１９７５年，姚雪垠的历史小说《李自成》在因为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下出版。④ 在那个百花凋零、唯有

“革命样板戏”一枝独秀的年代，这部历史小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全民争相阅读的畅销书。小说

前两卷出版时，引发了“《李自成》热”，发行量达到２４０万套以上，成为“当代出版最早、规模最大、影响

最广的长篇历史小说”。⑤ 该小说博得许多文化人的称赞，香港作家刘以鬯甚至赞誉《李自成》“可以

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媲美”。⑥ 一些媒体也说 “姚老不仅是个小说家，他首先是个历史学家，
而且是有独立见解的历史学家”。在这些赞美声浪中，姚氏似乎不再满足于文学家的身份，进而以史

学家自任，并从史学的角度对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说：“关于《甲申三百年祭》
这本小册子，自从一九四四年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以后，我一直认为它是作者在匆忙中赶写成的，
不是严肃的历史科学著作。后来随着我读书渐多，才明白作者写这样重要的历史问题竟然所参考的

史料很少，而且对翻阅的极少史料也没有认真研究，辨别真伪，轻于相信，随手引用，然后在此基础上

抒发主观意见，草率论断。”⑦本来，郭氏的观点是可以讨论的，进行辩驳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姚氏

提出的批评是（１）“参考的史料很少”，（２）“极少史料也没有认真研究”和（３）“在匆忙中赶写成”“草率

论断”。这些批评都属于史学的专业研究方面问题，因此引起了史学界的反感。明史学者王春瑜发

表了《李岩·〈西江月〉·〈商雒杂忆〉———与姚雪垠同志商榷》一文，引用大量史实，对姚氏之说多有纠

谬。另外一位明史学者顾诚尽管在观点上与郭氏多有相左之处，但对姚氏之见乃至其学风多不认同，
写了《如何正确评价〈甲申三百年祭〉———与姚雪垠同志商榷》一文，对姚氏学风提出强烈批评。⑧ 从

他们的批评可以看到：尽管姚氏自称为写《李自成》读了大量明代史料，写了几万张卡片，但是由于没

有受过史学研究的训练，他依然犯了历史学者不应或者不会犯的诸多错误。因此史学界从未有人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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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所说的文学，指的是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小说以及戏剧、影视等文艺作品。
此文最初发表于１９１９年《新青年》第６卷第４号。胡适在文中介 绍 的 是 詹 姆 士 的 思 想，但 是 在１９５０年 代 的 批 判

胡适运动中，这些话却被说成是胡适本人的思想。
参 见Ｊｏｙｃｅ　Ａｐｐｌｅｂｙ，Ｌｙｎｎ　Ｈｕ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Ｊａｃｏｂ，Ｔｅ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Ａｂｏｕ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ｅｗ　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Ｗ．Ｎｏｒｔｏ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９５。
李荣胜：《姚雪垠：耐得寂寞，方能不寂 寞》，见 人 民 网《人 民 日 报 海 外 版》，发 布 于ｈｔｔｐ：／／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ＧＢ／８７４２３／１２９５８１２８．ｈｔｍｌ。
谢冕、李矗主编的大型文学 辞 典《中 国 文 学 之 最》，见 于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ｓ／ｂｌｏｇ＿５０３３ｃ８０１０１０１６ａｕｓ．ｈｔ－
ｍｌ。
杜渐：《姚雪垠先生谈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原载香港《开卷》杂志１９７９年１月 号，收 入《关 于 长 篇 历 史 小 说

〈李自成〉》，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７９年。
王锦厚：《关于〈甲申三百年祭〉的风波———驳〈评〈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学刊》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陈宝良：《顾诚门下问学记》，《博览群书》２０１１年第９期。



认姚氏为明史学家。这并非史学界的保守和封闭，而是因为到了今天，史学已经成为一门非常专业化

的学科，并非任何历史爱好者都能够胜任严肃的史学研究的。
历史和故事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历史是过去确实发生了的事，而故事则否。故事可以使用一些

过去发生的事作为背景，但是其主要内容则是想象出来的。这个差别导致了史学和文学的不同。史

学研究的目的是依据史料重建过去并加以解释，而文学创作的目的则是依靠想象写出故事来娱乐大众

或教育大众，或二者兼有之（即“寓教于乐”）。因此历史和故事的根本差别在于是否真实，而史学研究与

文学创作的根本差别则在于是否要追求真实。前面提到的那本《历史的真相》，在序言里就开宗明义地

说：“这本书所关注的问题是，历史学与真理是什么关系？历史学是否能做到客观，从而反映真实的过

去？”今天中国史学之所以出现危机，刘志琴就认为是“信誉的丧失使史学失去公信力，娱乐化又冲淡了

史学的严肃性”。既不可信，史学自然与小说就没有多大差别。然而史学的娱乐性又远不及小说，因此

寻求娱乐性的大众当然要转向小说。无怪乎刘志琴说“当代史学已从学术中心走向边缘化”。
因此，要从危机中挽救史学，就必须让史学恢复其与生俱来的本性，即求真。要如何才能达到史

学的求真的目标呢？要求真，首先是要有可靠的史料，正如建造一座房屋，首先要有可靠的建筑材料。
否则，再好的建筑师和施工队，也只能造出“豆腐渣”工程。因此在本文中，我将集中于史料问题，重点

是量化方法在史料鉴别和运用方面的问题。

三、史　料

史学研究必须以可靠和充分的史料为基础。这一点，余英时已做了很好的解释：“史学论著必须

论证（ａｒｇｕｍｅｎｔ）和证据（ｅｖｉｄｅｎｃｅ）兼而有之，此古今中外之所同。不过二者相较，证据显然占有更基

本的地位。证据充分而论证不足，其结果可能是比较粗糙的史学；论证满纸而证据薄弱，则并不能成

其史学。韦伯的历史社会学之所以有经久的影响，其原因之一是它十分尊重经验性的证据。甚至马

克思本人也仍然力求将他的大理论建筑在历史的资料之上。韦、马两家终能进入西方史学的主流，决
不是偶然的。”①然而，什么才是可靠的史料呢？年鉴学派学者拉杜里（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Ｌｅ　Ｒｏｙ　Ｌａｄｕｒｉｅ）
说：“任何历史研究都应当从分析原始资料开始。”②使用原始资料如此重要？这对于许多历史学者来

说似乎都是不说自明的常识。然而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是原始资料？原始资料都可靠吗？

史学研究中，通常把史料区分为第一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第一手史料也被称为原始资料（或者原

始史料）。什么是原始资料？林国华认为只有直接反映历史事实的史料，才能算作原始资料，包括历史

遗物、当事人或在场人对亲身经历之事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之事的记载等。③ 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

而言，史学研究中的“原始资料”，指的是未经后人加工的资料。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原始资料的重要性？

主要就是因为其原始性，即未经后人加工的性质。然而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许多我们认为是原始资料的

史料或者第一手史料，果真是未经加工的史料吗？事实上，除了一些民间契约等之外，上面说到的“历史

遗物、当事人或在场人对亲身经历之事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之事的记载等”，未必都是未经加工的材料。
因此，今天我们通常所说的原始材料或者第一手史料，指的是关于某一事情的最早出现的记载。

为什么最早出现的记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是因为任何信息在传递过程中都不免会走样，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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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愈久，经过传递的人愈多，走样也就愈大。１９２０年代顾颉刚创立“古史辨派”，进行古史辨伪，提出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许多史料，都是经过多代人的多次加工

而“层累地造成”的。不仅如此，如果最初的信息本身就有错误，那么经过多次加工后，以讹传讹，其谬

误就更大了。这种错误的信息经过层层加工，最后成为众口一词的“真实”，正如著名的“三人成虎”
“曾参杀人”的成语所表现的情况，即使原来的假的记载，后来也会变成“事实”。因此，即使是最早出

现的记载中的信息，其中的真实性到底如何，仍然需要仔细辨认。顾颉刚在１９２１年６月给王伯祥的

信中说：“我们的意思，要把中国的史重新整理一下，现在先把前人的怀疑文字聚集，排比，做我们的先

导。辨伪事的固是直接整理历史，辨伪书的也是间接整理。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

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

无史。现在所谓很灿烂的古史，所谓很有荣誉的四千年的历史，自三皇以至夏周，整整齐齐的统系和

年岁，精密的考来，都是伪书的结晶。”①从源头上查明了先前所公认的古史，其史料来源原是伪书，那
么要重建真正的古史，就必须另起炉灶，寻求可靠的史料（例如从甲骨文、金文、墓葬品等新来源获得

史料）。因此，查出历史事件的记载之源头并辨别其真伪，对于史学研究至为关键。为了克服以往史

学中忽视史料真实性的弊病，实证主义史学极其强调使用最早的记载的重要性。克罗齐（Ｂｅｎｅｄｅｔｔｏ
Ｃｒｏｃｅ）在描述实证主义史学时说：“这些历史学家把他们的信念安放在一份叙述当中，其中每一个字

都有一件原本作依据。此外，在他们的著作中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原本中所有的，那是脱离了上下

文的，是没有经过语文学叙述者的思想重述出来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使他们的历史达到一种综合性

汇编的地位。”②

然而，问题还不到此为止。即使找到最早的记载，它们是否又都是可靠的呢？

首先，我们要判断这些记载的真实性，必须看看这些记载是谁记下的。换言之，要了解记载者的

史学素质，以及中国传统史学要求史家所具备的最重要的品质———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才、学、
识是专业技能，而德则是专业操守，核心是忠于事实。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

德，德者何？著书者之心术也”。③ 他说的史德就是史家的史学思想修养和行为规范品德，特别是史

家治史的客观立场和实事求是的职业操守。④ 在史德的内容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秉笔直书，忠实记

录发生的事情。因此梁启超说：“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真实。”然而，即使是训练有素的正直史家秉

笔直书所记录下的事情，也不一定真实可靠。
其次，我们还要看看这些记载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史学氛围中写出的。自古以来，史学家们就以齐

太史、晋董狐为楷模，一如文天祥《正气歌》中所言“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他们的人格和职业道

德，至今仍为历史学者景仰。但是从记录事件的真实性来说，董狐的做法是可以争议的。董狐之事见

于《左传》宣公二年：“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

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

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
越竟乃免’。”董狐的勇气和正直确实了不起，但是他关于这件事的记载却不能说是真实记录，因为尽

管赵宣子可能与弑君之事有关，但弑君者并不是他。孔子明知赵宣子是受人所累，但同时又称颂董狐

是良史，原因是孔子认为写历史的正确方法是“春秋笔法”，即“笔则笔，削则削”，也就是根据道德判断

对事件记载进行取舍，从而使得历史记载起到“警世”和“资治”的作用。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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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贼子惧”。刘知几也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

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经过这样的取舍和加工，所得出的历史自然并非真正发生

过的事，而如《历史的真相》所说的那样，“历史知识只是为某些利益而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历史是可

确立并加强群体认同的一连串神话”。
从上述情况所反映出的问题来看，我们以往相信的许多“历史事实”，实际上是否是真实事实，还

需考证。在这方面，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故

事出自《宋史》卷三三六《司马光传》，原文如下：“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也。父池，天章阁待制。
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

寒暑。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宋史》是研

究宋史最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这段记载出自这一来源，其可靠性似乎应当没有什么问题了。然而，
如果我们考虑到以下情况，可能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首先，司马光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１０１９），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１０８６）。而《宋史》的修撰是元顺帝

至正三年（１３４３）三月开局，至正五年十月成书。从司马光辞世到《宋史》成书，中间已隔了近三个世纪，
因此很难说这条记载是真正的原始记载。其次，《宋史》由元朝丞相脱脱、阿鲁图主持监修，修撰十分仓

促草率，仅两年就了事。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宋史各传回护处”条中说：“元修宋史，度宗以前多本之

宋朝国史，而宋国史又多据各家事状碑铭编缀成篇，故是非有不可尽信者。大奸大恶如章惇、吕惠卿、蔡
榷、蔡京、秦桧等，固不能讳饰，其余则有过必深讳之。即事迹散见于他人传者，而本传亦不载，有功必详

着之，即功绩未必果出于是人，而苟有相涉者，亦必曲为牵合，此非作史者意存忠厚，欲详着其善于本传，
错见其恶于他传，以为善善长而恶恶短也。盖宋人之家传、表志、行状以及言行、录笔、谈遗之类，流传于

世者甚多，皆子弟门生所以标榜其父师者，自必扬其善而讳其恶。遇有功处，辄迁就以分其美，有罪则隐

约其词以避之。宋时修国史者即据以立传，元人修史，又不暇参互考证，而悉仍其旧，毋怪乎是非失当

也。”由此而言，司马光砸缸的记载也大约是出自相关的家传、行状、录笔、谈遗之类。因此，如果司马光

幼时砸缸的故事是编造出来的，就很可能是他的“子弟门生所以标榜其父师”之举。
从文本诠释学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件记载，我们都要考虑以下问题：该文本是谁写的？他（她）为

什么要写？在什么时候写？在什么情况下写？是用什么语言写的？写是为给什么人看？写出后经过

什么人加工？该文本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态度去看待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很可能

这就是一个故事，而非事实。
胡适曾批评中国的传统史学说：“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以作史料，全不问

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 不 可 靠，所 作 的 历 史 便 无 信 史 的 价 值。”①由 此 可 见，第 一，“官

书”中史料，在运用时要非常谨慎（例如《宋史》等关于司马光砸缸一类的记载，就很可能不可靠）；第

二，要使我们的史学研究成果获得公信力，必须获得可靠的史料。

四、量化方法与史料鉴别

获得可靠的史料是进行史学研究的第一步。为了求得可靠的史料，必须对现有的史料进行考辨，
以去伪存真。这就是史料学和文献学的任务。傅斯年非常强调史料学的重要性，提出“史学便是史料

学”，原因是“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
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② 吴承明也指出：史料是史学的根本，绝对尊重史料，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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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证，论从史出，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治史者必须从治史料开始，不治史料而径谈历史者，非史

学家。由于史料并非史实，必须经过考据、整理，庶几接近史实，方能使用，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

法可以说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从乾嘉学派到兰克学派，中外史家都力图通过考证分析，弄清历史记

载的真伪和可靠程度。①

辨别记载的真伪可以使用不同的方法。中国的乾嘉学派和西方的兰克学派在此方面都做出了重

大贡献，此后史家又有不断的改进，发展出了一套科学的辨伪方法，即史料学和文献学的方法。这些

方法是历史学者必须具备的基本功，毋庸在此多言。然而，以往的辨伪方法虽然在许多方面已很完

备，但是使用量化方法来辨伪却不甚普遍。因此我在此要强调一下量化方法在史料辨伪方面的作用。
使用量化方法进行史料辨伪不仅有用，而且在一些情况下其功能甚至是不可替代的。

其实，使用量化方法进行史料辨伪并不始于今日，也不限于史学。早在１８和１９世纪，一些欧洲

学者就使用这种方法对《圣经》中的史料进行了辨伪。在基督教信众的精神生活中，《圣经》具有特殊

的地位。在近代以前，很少人怀疑《圣经》所说的事的真实性。文献学也证实《圣经》的《旧约全书》实

际上是一部有关犹太人早期生活的百科全书，展示了犹太人早期的历史。考古学家格鲁伊克（Ｎｅｌｓｏｎ
Ｇｌｕｅｃｋ）说：“可以肯定的说，没有一项考古发现驳斥过一条圣经中的引述。大量考古发现已经证实了

《圣经》中的清晰概述或者详细准确的历史叙述。”布劳斯（Ｍｉｌｌａｒ　Ｂｕｒｒｏｗｓ）说：“考古工作毫无疑问加

强了人们对经文记载可靠性的信心。”直至今日，一位基督教牧师德尔泽尔（Ｄａｎ　Ｄｅｌｚｅｌｌ）在引证了上

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结论后还总结说：“犹太人确信他们经典中的内容是基于事实和真实的

历史，不是虚构的。这就是基督徒也接纳旧约的原因。它扎根于历史。要查看圣经中的历史是否和

人类历史匹配，有大量的方式。如果你深入挖掘，你会发现确实是那样。”他甚至断言：“人类理性、常

识和一种对数学运算的理解，都可以用来确认《圣经》的权威性。”②

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旧约全书》的价值的确极为重要。其中许多记载，都是迄今为止能够看到

的关于犹太人历史的最早记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视为原始资料或者第一手史料，因此在史

料学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离开了《旧约全书》，就无法进行犹太人早期历史以及中东历史的研

究。然而，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这种重要的原始资料并非都是可靠的记载。验证《圣经》中记载的真

实性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而量化的方法就是最有用的方法之一。在这方面，有时甚至是最简单的量

化方法也能获得惊人的效果。
以批评方法对《圣经》进行细密的历史考证的学问，兴起于１８世纪后期的德国。德国《圣经》批评

的先驱雷马鲁斯（Ｈｅｒｍａｎｎ　Ｓａｍｕｅｌ　Ｒｅｉｍａｒｕｓ，１６９４—１７６８）对《旧约全书》的《出埃及记》中的犹太人

的人口总数提出了质疑。据《出埃及记》，犹太人在跟随摩西逃出埃及的第二年，耶和华晓谕摩西，要

他清点所有男丁的数目。摩西便在西奈旷野，将以色列十二宗族当中能够上阵打仗的人数，计算出来

共计６０３　５５０名。③ 关于这个数字的真实性，以往从未有人怀疑。但是雷马鲁斯认为：６０万犹太人，
绝无可能在数小时之内穿过红海。若加上妇女儿童，他估计犹太人总数要超过３００万，这需要６　０００
辆车、１０万匹马、３０万头牛和６０万只羊。

在英国，由于文化空气、大学制度、神学走向与德国有很大差异，在１８６０年之前，只有为数不多的

和德国学术有紧密接触的学者专门从事《圣经》考证，并有人因发表研究而获罪。对于大众来说，《圣

经》仍然是让他们感觉安全、安稳，为他们提供安慰的圣书。最终戳破这层窗户纸，让一般大众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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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吴承明：《论历史主义》，《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２期。
转引自德尔泽尔：《确认圣 经 的 权 威 性 不 需 要 信 心》（ｈｔｔｐ：／／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ｐｏｓｔ．ｃｏｍ／ｎｅｗｓ／确 认 圣 经 的 权 威 性

不需要信心－１３５８１／）。德 氏 是 美 国 内 布 拉 斯 加 州 帕 皮 利 恩（Ｐａｐｉｌｌｉｏｎ）的 泉 源 路 德 会（Ｗｅｌｌｓｐｒｉｎｇ　Ｌｕｔｈｅｒａｎ
Ｃｈｕｒｃｈ）的牧师，也是美国最全面的基督教新闻网站“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Ｐｏｓｔ”的定期供稿人。
参见《旧约全书》之《民数记》１：４５－４６（中国基督教协会，２０１５年）。这个精确到十位的数字，还见于《民数记》２：３２。



意识到《圣经》考证的后果和危险的，并不是专业的《圣经》学者，而是一个业余考据家，而且居然是英

国国教体制内部人士。他的《圣经》批评以最极端、也是最“愣”的方法，故不乏争议。这位学者就是英

国派驻南非纳塔尔地区（Ｎａｔａｌ）的主教科伦索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ｏｌｅｎｓｏ，１８１４－１８８３）。在他１８６２年出

版的《摩西五经与约书亚书考辨》①第一卷中，他用简单的量化方法，对摩西率领的犹太人的人数进行

了考证。② 其具体做法是根据《出埃及记》中关于犹太人人口数的记载进行简单的计算，下面就是他

算的细账：
首先，有６０万能够上阵打仗的男丁，那么加上妇女、老人和孩子，即使保守地估算，全部人口至少

可达２００万人。其次，活人生活的活动空间，至少要相当于躺在坟墓中的死人三四倍。他先算出成人

棺椁的大小，约为１．８米×０．６米，然后三倍之，便得出成人至少需要３．２５平方米的生存空间。２００
万人就至少要占据６．４平方公里的营盘。如果要保证正常生活和活动，有其他学者计算，营盘应有

３０平方公里才转得开。第三，犹太人在此驻扎了一年时间，只需一个月便要消耗掉附近所有的木柴。
更加重要的是，饮食如何解决？基本的卫生条件如何保障？第四，一个２００万人的族群，平均一天大

约会有２５０名婴儿降生。依照犹太人的习俗，要为新生婴儿做法事。一天当中，不仅要献燔祭，还要

献赎罪祭。这就意味着要为这２５０名婴儿做５００场法事。如果这些仪式分别举行，仅仅这些法事就

需耗费２　５００分钟，差不多４２小时。即便是三位祭司齐上阵，每人不停地主持一项祭事，一分钟都不

停歇，也无法在白天１２小时之内全部完成。又，如果这些犹太人严守规定，需要为所有初为人母者每

天搞到１只雏鸽或者斑鸠，２５０个母亲每天需要２５０只，依此日均消费数量，这批犹太人一年中要消

耗９０　０００只鸽子或者斑鸠。科伦索不禁问：“难道犹太人在逃离埃及之时，还要带足鸽子不成？”
因此，用这种非常简单的量化方法进行分析，即可得知《旧约全书》中关于犹太人出埃及时人数的

记载是不可靠的。如果使用这个数字来进行研究，结果必然有违历史真实。当然，这个数字记载不可

靠，错误并不在记录这个数字的人（即《旧约全书》的作者），而在于后人。正如科伦索所言：“《圣经》作
者就如同荷马或古罗马早期的编年史作家一样，不曾意识到自己做了错事，也没有捏造史实来欺骗世

人（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ｃｅｐｔｉｏｎ）。是我们伤害了他们，是我们损害了《圣经》故事真正的辉煌，因为

我们认定《圣经》必须符合历史真实，我们认定《圣经》作者要求读者将它作为历史真实来接受和信奉，
不仅仅是犹太人，还要所有人类来信奉，直至永远”。③

从上述例子可见，在一些情况下，对于即使是那些通常被视为“原始资料”的史料来说，量化方法

在其辨伪方面是很有用的，有时甚至是无可替代的。

五、量化方法与史料处理

要使用各种方法得到正确的史料，这是我们都坚信无疑的。然而，这些经过文献学考证是正确的

史料，是否就都是可靠的史料呢？吴承明做了非常明确的论断，他说：“即使做到所用史料尽都正确无

误，仍然不能保证就可得出正确的结论。”④

正确的史料并不等同于可靠的史料。要把正确史料变为可靠的史料，就必须采用适当的方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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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摩西五经（Ｐｅｎｔａｔｅｕｃｈ）指《旧约全书》的前五卷，包括《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这五卷

书历来被认为是摩西的著作。
参见高峰枫：《科伦索主教与摩西五经》，《读书》２０１２年第８期。以下文字均系转述此文。
使用量化的方法，不仅可以用于对像《旧约全书》这样久远的“原始资料”进行史料辨伪，而且也可以用于对像日记

一类被认为是第一手记录的史料鉴别。近来在网上流传的一篇文章《爆笑数学帝分析雷锋同志捡粪》（ｈｔｔｐ：／／ｆｏ－
ｒｕｍ．ｅｄｏｏｒｓ．ｃｏｍ／ｓｈｏｗｔｈｒｅａｄ．ｐｈｐ？ｔ＝８１２５０７），就是一个例子。
吴承明：《论历史主义》；《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１期）。



行处理，这种处理有时甚至会达到加工改造的程度，用年鉴学派学者菲雷（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Ｆｕｒｅｔ）的话来说，
就是“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必须‘创制’自己的原始资料”。①在这方面，量化方

法有其用武之地。在这方面，我自己关于宋代江南水稻亩产量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②

众所周知，关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大势，以往中外学界两大共识：一是“唐宋变革论”（其中又特别是

“宋代经济革命论”），一是“明清停滞论”。大多数中国历史教科书所提供的常识，都是建立在这两个

共识之上的。

①　弗朗索瓦·菲雷：《从叙述史学到面向问题的史学》，见《史学理论丛 书》编 辑 部 编：《八 十 年 代 的 西 方 史 学》，北 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２５页。

②　参见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０
年第１期；李伯重：《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从〈“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引起
的反响谈起》，《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③　宫崎市定：《宋代における石炭と铁》，《东方学》１９５７年（东京）第１３辑，东京。
④⑦　参见 Ｍａｒｋ　Ｅｌｖｉｎ，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ｓｔ：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３．
⑤　参见漆侠：《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宋代经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３、３０—３１页。

⑥　参见Ａｎｇｕｓ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Ｒｕｎ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ｓｅｄ　ａｎｄ　ｕｐｄａｔｅｄ：９６０－
２０３０ＡＤ），Ｐａｒｉ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ｇｒ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０７，ｐｐ．２５，
４０。

⑧　参见斯波义信：《北 宋 の 社 会&’》，见 松 丸 道 雄、池 田 温、斯 波 义 信、神 田 信 夫 和 滨 下 武 志 合 编：《世 界(史 大
系———中国史》第３卷，东京：山川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８小节。

这两个共识是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于１９６０年代初最早提出的，他将其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观

点总结如下：“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

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然而由于宋代文明的刺激，欧洲文明向前发展了。到了文艺复兴，欧洲就

走在中国前面了。但起初二者之间的差距还很小，直到１８世纪还是处于一种雁行状态。但是工业革

命一发生，欧洲便把中国远远抛在后面了。”③由这段话可见，他认为宋代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

世界历史上，都占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尔后到了１９７０年代初，英国学者伊懋可（Ｍａｒｋ　Ｅｌｖｉｎ）在日本

和西方学界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中古时期的经济革命”和“帝制晚期的没有技术变化的经济发

展”的理论，认为中国在唐宋（特别是宋）时期出现“经济革命”，而自１４世纪以后则出现重大转折，陷

入“量的增加，质的停滞”。④再后到了１９８０年代，中国学者漆侠提出中国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两个马鞍形”模式，即在秦汉时期达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下低落，隋唐有所恢复和回升，到宋代则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从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峰”；元代急遽下降，明代中叶恢复到宋代水

平，以后虽有所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迟缓和停滞（或者说，在金、元时期出现“逆转”，以后则

“逐渐地缓慢、停滞下来”）。⑤到了２０世纪末，经济学家麦迪森（Ａｎｇｕｓ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对中国历史上的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作了估算。根据其计算的结果，无论是作纵向的还是横向的比较，宋代在世

界经济史上都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地位。⑥ 由此可见，中外许多学者从各自的研究中和 从 不 同 的 方

面，都得出了“中国经济在宋代出现飞跃，达到了顶峰，尔后发展减缓，最后陷于停滞”的结论。这个结

论，也就是“宋代经济革命”。
按照伊懋可的总结，“宋代经济革命”包括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与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都市

化的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⑦依照斯波义信的归纳，则主要包括农业革命、交通革命以及商业革命以

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化。⑧因此如果真有“宋代经济革命”的话，主要内容应当大致也就是这些。宋

代中国在这些经济领域中出现了若干重要变化，这是没有争议的。然而，虽然宋代的商业、手工业、运
输业乃至金融业等都有相当大的发展，但农业仍然在经济中占有主导性的地位，因此伊懋可和斯波义

信在对宋代各经济领域的“革命”的归纳中都将“农业革命”置于首位，这是很正确的。而在宋代各主

要经济区中，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或是在全国经济中所占有的分量来说，“江南”（即长江三角洲）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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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①这也已是史坛共识。伊氏和斯波氏也都明确地指出：他们所归纳的各经济领域的“革命”，并

非出现在宋代中国的每一个地方，而是主要发生于中国东南地区，特别是江南。换言之，江南在“宋代

经济革命”中扮演着主要角色。
农业进步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单位亩产量的提高。学术界普遍认为，宋代江南粮食亩产量比过去

有明显提高，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就比较“保守”的估计而言，余也非估计唐代江南亩产１．５石，而宋

代亩产２石（均为米，下同）；②吴慧的估计是唐代１石，宋代２石。③ 斯波义信较早的估计是北宋初１
石，南宋后期２石；较后的估计则是北宋１．５—２石，南宋２—３石。④ 闵宗殿的估计属于比较“中间”
者：两宋均为２．５石。⑤“激进”的估计则更高，如顾吉辰估计北宋苏州一带水稻亩产４石，“接近于今

天的水平”，江南其他地区则在２石上下。⑥ 漆侠在其１９８３年的论文中认为江浙地区的亩产量，宋仁

宗时为２石、３石，南宋初年为３石、４石，南宋晚期为５石、６石；在１９８６年的论文中，估计两浙路太

湖地区的水稻亩产量，北宋时为３石，南宋时为５石、６石或６石、７石；而在１９８７年出版的专著中，则
认为江浙地区亩产量，南宋初期为３石、４石，南宋中后期为５石、６石，而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

地区达６石、７石；如与前代和后代相比，则宋代江南亩产量为唐代的２—３倍，与明清相差无几，“虽

然不能说它已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但至少可以说是接近这个水平了”。⑦ 实际上，这已超过或

达到今天在运用现代科技和投入的苏州、上海等江南高产地区丰收年份的水稻最高亩产量。⑧ 即使

按照比漆氏估数低的顾氏估数，北宋苏州的亩产量也不仅大大超过明清江南的平均亩产量，⑨而且超

过了１９５５年和１９７５年苏州的平均亩产量。瑏瑠

由上述估数来计算宋代江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结果也高得令人惊诧。例如，南宋江南农户户均

·０６·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江南”本是一个界限不甚明确而且不断变化的地理概念，我在过去的文章中已对其作了界定（参见李伯重：《简论

“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１期）。在本文中，为了讨论的方便，将所论的“江南”地区

限定于地理学中的江南平原（或太湖平原），范围大体包括宋代浙西路辖下的苏州（平江府）、常州、秀州（嘉兴府）、
湖州与江阴军。
参见余也非：《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重庆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３期。
参见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５４、１６０页。
斯波氏前一估计见《宋代の消费、生)水准试探》，《中国史学》（东京）１９９１年第１号，并参见氏著：《宋代江南&’
史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东洋 文 化 研 究 所，１９８８年，第９０—９１、１３７—１４１页；后 一 估 计 见 氏 著：《北 宋 の 社 会&
’》与《南宋と金国の社会と&’》（后者见松丸道雄 等合编：《中国史》第３卷，第１７５、３５３页）。斯波氏估计南宋

江南平均亩产量为２石，但他也发觉这个估计与常熟、绍兴（该地官圩田亩产量也仅为０．７４石）的 亩 产 量 相 差 太

多，所以他又说这大概是因为量制变化的结果。
参见闵宗殿：《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中国农史》１９８４年第３期。
参见顾吉辰：《宋代粮食亩产量小考》，《农业考古》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漆侠：《宋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及其不平衡性》（转引自闵宗殿：《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宋代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宋代经济史》，第２、２６、１３８、１７８页。
据《文汇报》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日 报 道，上 海“七 五”、“八 五”期 间 的 平 均 亩 产 量 分 别 为４１１．８公 斤 和５４７．７公 斤。
１９９８年达５５０公斤，创历史最高纪录。又，１９８０年以前苏州地区的单季晚稻亩产量的最高纪录，是１９６６年的８７８
斤。宋代亩产米１石，约合今日亩产稻谷１８０斤（参见闵宗殿：《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如果

亩产６石与７石，那么相当于今日亩产１　０８０斤和１　２６０斤，分别为１９６６年代苏州 亩 产 量 的１．２３倍 和１．４４倍。
因此依照漆氏的估数，南宋后期江南水稻亩产量比１９８０年代以前苏州单季晚稻的最高亩产量高出２３％—４４％，
相当于（甚至超过）上海有史以来的最高亩产量。
闵宗殿估计江南太湖地区亩产量，明代为２．２—２．３石，清代为２石（参见闵宗殿：《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

量的探讨》）。而我从供求关系出发对明清江南粮食产量所作的宏观分析的结果，是明末江南水稻亩产量约 为１．
７石，清代中期升至２．３石（参见李伯 重：《“天”、“地”、“人”的 变 化 与 明 清 江 南 的 水 稻 生 产》，《中 国 经 济 史 研 究》
１９９４年第４期）。即使扣除了度量衡与亩积变化的因素，顾氏对宋代的估数也大大高于明清的亩产量。
苏州地区的单季晚稻亩产量，１９５５年为４８５斤，１９７５年为６８９斤（参见闵宗殿：《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

的探讨》）。因 此，如 果 宋 代 亩 产 米４石，就 相 当 于 今 日 亩 产 谷７２０斤，比１９５５年 和１９７５年 的 平 均 亩 产 量 高 出

４８％和４％。



种田面积若以漆氏所言的３０—５０亩计，①亩产量以５石、６石与６石、７石之中数６石计，那么一个农

户一年可生产１８０—３００石米。其时江南人均粮食消费量，大约是每人每日１升米，一个５口之家一

年食米共１８石。② 换言之，一个农户所生产的粮食，就可以养活１０—１６．７个同样规模的家庭（包括

该农户在内）；即只要有大约６％—１０％的家庭从事农业，就足以养活整个社会。这样的比例，相当于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度新西兰农业就业人数在社会总就业人数中所占的比例（９．６％），高于我国台湾省（１０．
５％）、韩国（１２．５％）和俄罗斯（１４．９％），更远远超过我国大陆（５２．７％）。③ 由此可以推论宋代太湖平

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已达到２０世纪末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水平。从各种方面来看，这都是绝

不可能的。因此，以往关于宋代江南亩产量的结论肯定都大大高于实际情况。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

的“宋代经济革命论”，自然也就令人很难以相信了。
然而，以上学者在进行宋代江南亩产量研究时，除了个别人外，都从宋代史籍中梳理出当时人作

的亩产量记录，从中筛选出自己认为可靠的数字，作为亩产量研究的基础。④ 就此而言，他们所依赖

的史料，应当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使用这样的史料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呢？

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对这些史料的处理方法。这些学者在对所收集到的亩产量记载

进行筛选时，并无一定的客观标准，而凭个人对宋代经济的先入为主的总体看法进行取舍，主观任意

性很强，因此筛选出来的结果，当然也因人而异。就“宋代经济革命”论的拥护者而言，总的倾向是选

取那些较高的产量数字作为普遍产量。另外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这种局限性，力图采取求平均数的方

法来矫正之，他们的做法是把所收集到的亩产量数字放在一起，做简单的算术平均，得出一个中间数，
作为平均产量。然而，历史上留下来的宋代江南亩产量数字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大多数是特殊年份

（丰年或者灾年，特别是丰年），而且由于文化的原因，这些数字往往集中在一些高产地区。因此从这

些数字求得的平均数当然也是高数的平均亩产量。这两种方法都属于我所批评的“选精”和“集粹”方
法，得出来的结果自然会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由于这个原因，就回到前面吴承明所说的 “即使做

到所用史料尽都正确无误，仍然不能保证就可得出正确的结论”。
因此，要得出正确的结论，不仅要对各种产量记载进行考证和甄别，找出其中比较可信者，而且还

要采用宏观经济学的方法进行分析。我在明清江南水稻亩产量的研究中就采用了这样一种新的方

法。具体而言，首先，从江南地区稻米的消费、输出（包括赋税）与输入的数量入手，求得某个时期稻米

的年总产量；其次，根据稻田总面积，推算出每亩的产量；第三，再把从史籍中得到的亩产量记载与上

述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各个记载的特定时空及其他条件，看看其中哪些与上述结果比较接近，并从技

术、投入、价格等方面，对这些特征进行验证。⑤ 使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果，当然比较合理。当然，这

个结果不能从现有的史料记载中找到，因此可以说是一种经过处理或者加工的史料。在进行这种处

理时，所使用的也是量化方法，亦即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使用的量化方法。
使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往学界对于宋代江南农业的看法是与宋代江南的实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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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漆侠在分析南宋苏州与华亭学田租佃情况指出：一个农户（不论自耕农或佃 农），一 般 可 种 田３０—５０亩（见 氏 著：
《宋代经济史》，第２１８—２１９页）。在该书 第７４页，漆 氏 又 说 宋 代 两 浙 路 大 部 分 农 民 的 耕 地 数 在１９．５—２５亩 以

下，而在第３３１、１２０４页中所引用的一些个案例子，则又表明江南一些农户种田之数多达６０亩、８０亩。因为其前

说（３０—５０亩）所根据史料比较具体而且明确，姑采之。我本人的估计则是每户种田约４０亩，而其他学者如柳田

节子、草野靖、梁庚尧等的估计或提供的各地户均耕地数，也在３０—５０亩之间。参见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农

民经营方式的变化———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之三》，《中国农史》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参见斯波义信：《宋代の消费·生)水准试探》。
有关统计数采自Ａｎｇｕｓ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Ｒｕｎ，ｐ．６０。
在对宋代亩产量进行研究的学者中，做得最好的是斯波义信。他收 集 了１２３７年 的１３９个 常 熟 学 田 地 租 数 字，以

此为据进行亩产量分析。
参见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１６２０—１８５０年》，史建云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间有很大距离。例如，依照漆侠等的亩产量估数，宋代江南生产出来的稻米，在扣除了本地消费（留

种、食用、酿酒等）和缴纳赋税之后还有巨大的剩余。宋代虽然有一些江南稻米输出到外地的记载，但
这种输出规模十分有限，而且并未形成稳定的常年性输出。这样就出现了两个问题：这些数量巨大的过

剩稻米将如何处理？既然无法处理，江南农民为何还要年复一年地生产过剩稻米？又，从投入—产出的

角度来看，要获得某个水平的产出（即亩产量），就必须有相应的投入。这些投入不仅包括人工、肥料，而
且也包括技术，因为只有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这些投入才会取得合理的效益。宋代江南水田生产中的

技术（作物品种、轮作方式等）以及劳动力和肥料供应，都无法保证前引那些学者得出来的每亩产出。因

此，我们不得不说，他们对宋代江南水稻亩产量的估计，都显然是大大高于实际亩产量。
采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唐代中期至清代中期这个长时段中江南农业进行研究，我们会发现：与前面

的唐代中后期和后面的元明清时期相比，宋代江南农业无论是粮食亩产量还是农民劳动生产率都的

确有进步，但是这种进步的幅度并不是如许多人想象得那么大，并未出现革命性的变化。相反，在上

述长时段中的江南农业的进步是渐进性的，宋代的进步也是这个渐进性进步中的一个部分。由此而

言，那种建立在对宋代江南粮食亩产量的过高估计基础之上的“宋代农业革命”之说，是难以成立的。

六、结　语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确信：无论是在史料的考证和处理方面，量化方法的确有用。马克思说：
“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①此言容或有过分概括之嫌，但

历史与数量二者之间确实有一种特别的关系，因此希克斯（Ｊｏｈｎ　Ｈｉｃｋｓ）说：“在史学的任何分支中，我
们都会发现自己在寻求统计学上的一致性。”特别是历史上的经济现象（亦即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更

是如此：“凡是一种历史理论可能适用的历史现象，从我们对其兴趣而言，都可认为具有统计学特征。
经济史上的大多数现象（无论我们如何广泛地看），都确实具有这些特征。我们要问的经济史的问题，
大都涉及那些可以具有此特征的类别。”②既然具有统计学特征，就需要使用统计学方法，而统计学方

法正是一种量化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不使用量化方法，即使做到史料尽都正确无误，仍然不能保证

这些史料就都可以正确地用于研究，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然而，我在此也要强调：正如其他任何研究方法一样，量化方法有一定适用范围，其使用也是有条

件的。古人说：“过犹不及。”后人也说：“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

变成错误。”一种方法的使用如果超出了其适用范围，或者不具备充分的条件下使用，都会引起错误。
在这方面，一个例子是赵冈的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出现的一个问题。

赵冈是“宋代经济革命”论的拥护者，他断言南宋时期中国城市化达到２０％，其水平之高，不仅在

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③ 赵氏对宋代城市化水平的估计，部分地是

依据霍林斯沃斯（Ｔ．Ｈ．Ｈｏｌｌｉｎｇｓｗｏｒｔｈ）对杭州人口的研究。霍氏则又是依据《马可·波罗游记》中

关于杭州胡椒消费量的记载来推算杭州的人口。马可·波罗说在“天城”（Ｋｉｎｓａｙ，即杭州）：“从大汗

海关的一个官吏处得悉，每日上市的胡椒有４３担，而每担重２２３磅。”亦即每天４　３３８公斤，霍林斯沃

斯认为这至少是５００万人的消耗量。然而，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马可·波罗的这一说法本身就很可

怀疑，而霍氏的推算就更成问题了。因此，虽然从表面上来看，霍氏在推算杭州人口时也使用了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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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保尔·拉法格：《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 大 林 著 作 编 译 局 编 译，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９５页。
Ｊｏｈｎ　Ｈｉｃｋｓ，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４．
参见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台北：台 湾 联 经 出 版 公 司，１９９５年。赵 氏 认 为 中 国 城 市 化 在 自 南 宋 达 到 顶 峰

之后，一直在走下坡路，１８２０年降到７％。



的量化方法，但是他所依据的却是不可靠的史料。以此为基础进行简单化的量化分析，得出的结果也

可想而知。赵氏依据这一推算的结果来构筑出来的中国城市史的理论，也当然不可信。麦迪森（Ａｎ－
ｇｕｓ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虽然不是中国史研究的专家，但是作为一位严谨的经济学家，他在讨论中国城市化水

平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指出赵冈有关宋代的看法，“依靠的是缺乏严肃可信性的马可·波罗和霍林

斯沃斯的叙述”，①因此不可信。这个例子表明：使用量化方法，必须以可靠的史料为前提。换言之，
只能在对史料进行了认真的考辨，并且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之后，才能够使用量化方法。

刘子健在讨论史学方法时指出：“年鉴学派收集资料，加以排比，试寻其关联与背景。但往往花了

莫大力气，却无从判其所以然”。这一点，在中国史研究中特别需要注意，他说：“由于中国历史变乱相

循，资料散失，社会调查不易进行，所以也不必强寻历史全貌。而量化学派统计数据来综合各方面的

资料，这是可行的，只是必须要有足够的数据。当前研究中国历史不能采用的原因，在于数据不足。”
②在不具备量化研究条件的情况下进行量化研究，只会导致对量化方法的误解。

由于量化方法具有其他方法无法替代的有用性，同时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在史学研究

中，对于量化方法，既不应盲目拒绝之，也不应盲目崇拜之。在该用的地方使用，在不该用的地方则不

要使用。同样地，有些学者擅长于量化方法，有些学者则擅长于其他方法。这两类学者应当彼此尊

重，相互理解，多加交流。席德（Ｒａｌｐｈ　Ｗ．Ｈｉｄｙ）号召重在定性研究的“传统经济史学家”和重在定量

研究的“新经济史学家”之间，应该在研究方法上多沟通。一方面，前者需要学习一些新的理论和方

法，另一方面，后者需要学习历史学方法，需要尊重史料。他在１９７２年当选为美国经济史学会主席的

就职演说中，特别强调计量史学家向传统史学家学习，说：“没有以往史学家所做的各种定性研究，计

量史学家可能就会误解了他们用以量化研究的材料的意义；没有史学家所积累的研究成果，理论学者

也很难设定各种近乎真理和实际的模型。”③我认为在面对量化方法时，不仅经济史学家，而且所有史

学家，都应当采取这种态度。
最后，我想借用吴承明和刘子健的话来总结这篇文章。吴承明说：“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

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而言，
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

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④ 刘子健则说：“余英时说‘史无定法’，研究历史的题材不

同，自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所以更妥贴地说应当是‘史采佳法’，因题制宜。”⑤对于量化方法，我们

应当持有开放的心态，将它视为一种有用的方法，和其他各种有用的方法一起，用于史学研究。
感谢香港研究资助局（ＲＧＣ）的支持！

（责任编辑：邱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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